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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花生、大豆为例，基于１９９３—２０１７年省级花生、大豆的面板数据，从生产的替代效应与选择效应视角，挖
掘作物生产结构调整及生产区域集中化的驱动力。结果表明，在生产替代效应下比较效益促进花生和大豆的生产规

模扩张，但这种促进作用会伴随着最优化行为约束下的生产选择效应减弱，从而导致花生和大豆的生产规模收缩，且

相较于非劳动密集型作物大豆，劳动密集型作物花生的比较效益促进结构调整受兼业程度影响的敏感程度更大。因

此，应政策性提高花生和大豆相对于其他替代作物的比较收益，同时考虑到地区农民非农兼业化程度，加快新型经营

主体培育，推进花生、大豆生产专业化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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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植物油的需求迅速增

加，国内植物油供给量赶不上消费的增长速度。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期间，我国植物油总消费量由
２２６７．４万ｔ上升至３９９２万 ｔ，国内植物油生产总
量从１５０３．９万 ｔ逐年增加至３０５９．２万 ｔ，供求缺
口日益突出。一方面从植物油消费来看，在我国植

物油消费的构成中，油料作物花生、大豆占５０％以
上，但是用于榨油消费的花生和大豆来源各有不

同。换句话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花生生产国，

２０１８年花生榨油消费量已超过食用消费量，且９７％
为国产花生，而２０１８年大豆压榨消费量占大豆总需
求量的 ８６．３４％，大豆榨油消费量中进口大豆占
９７％。另一方面从油料作物生产供给来看，油料生
产的增长受耕地资源约束刚性增强、油料生产效益

偏低、耕地生态环境恶化等的限制，油料作物产地

逐年变迁，花生和大豆产地分布也各有不同特点，

大豆生产逐年由分散式生产趋向东北区、华北区内

蒙古一带集中，花生生产趋势表现为高规模水平省

份少、中低水平数量逐步增加的金字塔形分布，即

趋向于集中至主产大省华东地区河南省、山东省，

同时又逐渐分散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部分地

区，作物生产能否达到一个持久稳定的生产水平与

此相关甚密。因此，笔者选择花生和大豆作物作为

研究对象，从生产的替代效应与选择效应视角，研

究我国花生、大豆的生产结构调整、产地变迁，并分

析其在有限地区集中生产的机制，对进一步挖掘国

内花生、大豆增产潜力，保障我国油料产业的持续

稳定发展、食用油安全有一定意义。

１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１．１　文献综述
对于农业生产布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已有国

内外学者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国外学者较有

代表性的是杜能“农业区位论”、韦伯“工业区位

论”、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和廖什“市场区位

论”等。国内学者主要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经济

资源、市场资源及政策环境等宏观角度切入［１］，微

观层面主要基于生产者决策行为理论，首先是农户

决策与价格的关系，其次是农户种植意愿影响种植

规模。在对农户理性假设前提下，农户根据预期价

格调整生产结构，仅依据预期价格决定其种植意愿

存在局限性，农户预期需要根据收益和成本的平衡

进行决策。比较效益，即农作物与替代作物相对净

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户在有限的土地资源

中进行作物种植分配的决策行为［２］。

部分学者分析了比较效益对于生产结构调整

的正向影响，钟甫宁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

明，水稻的相对收益显著影响其播种面积［３］。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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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表明，经济效益优势更能

激发农民生产，有利于区域集聚特征的形成［４］。张

怡认为，种植业内部比较效益和非农就业机会是我

国棉花、花生种植面积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之

一［５］。周曙东等挖掘了主产区花生生产布局演变

的主要驱动力，发现相对收益率是影响种植业结构

调整的重要内在动因［６］。张哲等研究认为，农作物

结构调整按照绝对优势变化进行，专业化水平变动

方向与比较效益变化相违背［７］。通过对现有文献

的梳理可以发现，部分学者对比较效益的正向调整

作用进行了肯定，但也有学者认为比较效益与区域

专业化生产变化是相背离的，２种观点存在矛盾。
基于上文，比较效益与生产时空演变、生产区

域专业化密切相关，从而影响农作物生产水平的稳

定，可以基于生产替代效应和生产选择效应２个方
面探讨。在某个特定时期一定技术水平条件下，替

代效应和生产选择效应都会促进种植结构调整，比

较效益通过生产替代效应提高农户生产种植积极

性，从而调增农作物种植面积，从这一角度来看比

较效益对种植结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在土

地资源专用性约束下，由于短期调整成本和调整空

间有限，比较效益通过农户的生产选择效应对种植

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呈递减趋势。

１．２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由以上分析可知，以理性农户追求利益最大化

假设为前提，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作为生产的

决策者，在外在环境和资源约束下，期望用最少的

投入包括时间、劳动力、物质成本等去得到更大的

产出和效益。为达到这一目标，农户对市场变化做

出积极反应的同时，也会去均衡市场风险和利润最

优化，根据自身目标和所拥有的资源情况寻求一个

合理利用人财物方式的最优行为方案。比较效益

对生产时空演变的影响，实际上是生产和交换博弈

中不断改进和优化的过程（图１）。在生产和交换理
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可能性曲线不断发生

动态的变化，生产和交换的状态会不断调整，从农

业生产角度来看，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农产品价格，

从而影响比较效益，微观农户会根据生产和交换的

状态，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种植结构。

　　因此，比较效益对生产时空演变的影响可以从
市场需要和有限资源角度来看，一方面比较效益对

生产时空演变的影响机制在于生产替代效应的体

现；作物生产具有比较效益会让农户预期市场行情

更好，从而提高生产积极性（图２），ＡＢ为最开始一
定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和一定量资源投入的生产

可能性曲线，收入为 Ｉ＝Ｐｘ×ｘ＋Ｐｙ×ｙ（Ｐｙ＝１），等
收益线Ｐ１与ＡＢ相切于ｅ１点，此时农户分别生产ｘ１
和ｙ１的 ｘ作物和 ｙ作物。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ｘ或ｙ的相对价格提高，农户预期相对收益
具有比较优势，在生产替代作用下，Ｐ１曲线旋转至
Ｐ２曲线，新的约束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 ＡＢ相切于
ｅ２点，此时农户分别生产 ｘ２和 ｙ２的 ｘ作物和 ｙ作
物，（ｘ２－ｘ１）即为替代效应的体现。

另一方面，比较效益对生产时空演变的影响机

制在于生产选择效应的体现；在土地专用性约束

下，农民的生产选择行为受兼业程度影响，在收入

最大化原则下，即使某种作物的相对效益具有比较

效益，农户会选择种植那些经济效益次佳，需要投

入劳动较少就能增加其非农收入从而提高总收入

的作物［２］。在均衡最优行为方案的同时，农户的生

产选择效应体现于减少作物种植投入，放弃部分种

植所得收入。因此生产可能性曲线从 ＡＢ移动至
ＡＢ′，等收益曲线从Ｐ２平移至 Ｐ３，２条线切点为 ｅ３，
此时农户分别生产 ｘ３和 ｙ３的 ｘ作物和 ｙ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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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３－ｘ２）即为生产选择效应的体现。总效应即为
（ｘ２－ｘ１）＋（ｘ３－ｘ２）＝（ｘ３－ｘ１），若生产替代效应
大于生产选择效应，则比较效益对生产种植结构的

调整具有正向作用，反之，生产种植结构调整并不

必然。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Ｈ１，由于
生产替代效应的存在，比较效益总体上对大豆花生

生产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正向作用。Ｈ２，由于生产选
择效应的存在，比较效益对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程

度随着兼业程度的提高呈递减趋势。Ｈ３，相较于非
劳动密集型作物大豆，劳动密集型作物花生的比较

效益促进结构调整受兼业程度影响的敏感程度

更大。

２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２．１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２．１．１　控制变量的引入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
花生和大豆生产的集聚水平，参考相关研究做法［８］

选取生产规模指数为集聚指标。本研究选取比较

收益和兼业程度作为研究作物生产区域专业化的

关键解释变量，其中比较效益即农作物与替代作物

相对净收益，本研究用非农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

人数比例作为兼业程度。为控制其他要素对作物

种植结构的影响，借鉴前人研究结果，引入其他控

制变量：（１）自然因素。选取成灾率（成灾面积占受
灾面积的比例）作为自然因素的代理变量。（２）资
源禀赋。选取劳均耕地面积（ｈｍ２／人）作为资源禀
赋约束的代理变量。（３）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存
量的考量选用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根据现有

统计口径将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按照０、６、９、１２、
１５年进行加权求和，由于２０１３年之后国家未统计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考虑到农村教育事业稳步

发展，采用前５年几何增长率进行推算。（４）农业
基础设施。选取有效灌溉效率（灌溉面积与该作物

播种面积占比的乘积）作为农业基础设施的代理变

量。（５）市场条件。选用交通运输便利程度（单位
面积公路和铁路密度，ｋｍ／ｋｍ２）作为市场条件代理
变量。（６）技术外部性因素。使用机械化水平和化
肥施用效率代表技术外部性因素，即用地区农业机

械总动力与该作物播种面积比例的乘积作为机械

化水平的代理变量，用地区农业生产总产值与化肥

投入量的比值作为化肥施用效率的代理变量，其中

为剔除价格变化的影响，农业总产值以１９９３年为基

期进行平减。

２．１．２　理论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构建以下
模型：

ｌｎａｇｇｉ，ｔ＝α＋β１（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１）＋β２（ｌｎｎｏｎａｉ，ｔ－１）＋β３

（ｌｎｎｏｎａｉ，ｔ－１）×（ｌｎｐｒｏｆｉ，ｔ－１）＋γｉ∑
ｎ

ｉ＝１
（ｌｎｘｉ，ｔ－１）＋μｉ＋

δｔ＋εｉｔ。 （１）
为削弱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处

理，解释变量滞后１期。上述公式（１）中，ｉ表示省
份，ｔ表示时间；ａｇｇｉ，ｔ表示第 ｉ省第 ｔ年的当期集聚
水平，用生产规模指数代理；ｐｒｏｆｉ，ｔ－１为上一期各省
份大豆或花生与替代作物的单位面积净收益比较，

替代作物即为与研究作物生长期和环境基本一致

的农作物品种，本研究范围内不同地区替代作物品

种不同，具体见表１，若存在２种以上替代作物，用
加权平均法将几种替代作物的单位面积净收益综

合处理；ｎｏｎａｉ，ｔ－１表示上一期各省份兼业程度的代
理变量乡村非农从业人员与乡村从业人员的比例；

为验证比较效益对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随着

兼业程度的提高呈递减趋势，将比较效益与兼业程

度的交互项引入模型；ｘｉ，ｔ－１表示滞后１期控制变量，
包括自然灾害（ｄｉｓａ）、劳均耕地面积（ｐｅｒ）、农民平
均受教育年限（ｅｄｕ）、有效灌溉效率（ｉｒｒｉ）、运输条
件（ｔｒａｎｓ）、机械化水平（ｍａｃｈ）、化肥施用效率
（ｆｅｒｒ）。

表１　不同地区大豆、花生替代作物

原作物 地区 替代作物

大豆 河北省、山西省、吉林省、江苏省、湖北省、陕西省 玉米

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 玉米、春小麦

辽宁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 玉米、花生

花生 河北省、辽宁省、江苏省、安徽省、四川省、贵

州省、湖北省

玉米

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 玉米、大豆

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稻

　　为比较大豆和花生主要关注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的敏感性程度，本研究测算变量平均边际效应进

行比较。具体公式（２）、公式（３）、公式（４）如下所
示，Ｅｐｒｏｆ、Ｅｎｏｎａ、Ｅｘ分别表示比较效益、兼业程度及其
他变量的边际效应，公式中的变量取值为均值。

　　Ｅｐｒｏｆ＝
（ｌｎａｇｇ）
（ｌｎｐｒｏｆ）

＝β１＋β３×ｎｏｎａ； （２）

　　Ｅｎｏｎａ＝
（ｌｎａｇｇ）
（ｌｎｎｏｎａ）

＝（ｌｎａｇｇ）
（ｌｎｎｏｎａ）

×ｎｏｎａ＝（β２＋

β３×ｌｎｐｒｏｆ）×ｎｏｎ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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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ｘ＝
（ｌｎａｇｇ）
（ｌｎｘ）

＝γｎ。 （４）

２．２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中所有的变量数据为１９９３—２０１７年我

国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以

及实际种植情况，从宏观层面选取河北省、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

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陕西省级行政单

位作为大豆研究范围；选取河北省、辽宁省、江苏

省、安徽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级行

政单位作为花生研究范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中国农业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根据已有

研究缺失数据处理方法，大豆和花生比较净收益缺

失数据较多的个别省份均用邻省数据替代，对于个

别缺失值，采用前后２年平均数据。为削弱异方差
和自相关问题，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大豆和花

生所有变量的数据统计描述见表２、表３，可以看出，
取对数形式之后的变量最小值和最大值比较小，标

准差也比较小。

３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软件大豆
和花生的因素影响模型进行回归，首先进行组间异

方差、组间截面相关、组内自相关检验，各检验结果

Ｐ值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认为
模型存在异方差、组间截面相关和组内自相关问

表２　大豆变量数据的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ａｇｇ －３．１５９ ０．８７０ －４．７６８ －０．７８４

ｌｎｐｒｏｆ －０．０７９ ０．６２２ －３．５８６ ２．２４７

ｎｏｎａ ０．３７１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９ ０．７２１

ｌｎｄｉｓａ －０．７１１ ０．２９９ －１．８９２ －０．１３０

ｌｎｐｅｒ －０．６４６ ０．６４７ －１．６４４ ０．９３６

ｌｎｅｄｕ ２．０９５ ０．０６６ １．８２５ ２．２０１

ｌｎｉｒｒｉ ４．８６１ ０．８３７ ３．３５６ ７．３３０

ｌｎｔｒａｎｓ －０．８１０ ０．８５３ －３．１８７ ０．５８６

ｌｎｍａｃｈ ３．６７２ ２．０４３ －３．３５５ ６．８０９

ｌｎｆｅｒｒ ０．９２５ ０．２６４ ０．２５７ １．４９６

表３　花生变量数据的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ａｇｇ －３．１３６ ０．９７９ －５．１５０ －１．３８６

ｌｎｐｒｏｆ ０．４０２ ０．５９５ －５．５２１ １．５９６

ｎｏｎａ ０．４１１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１ ０．７２１

ｌｎｄｉｓａ －０．７５３ ０．２７７ －１．８９２ －０．１３０

ｌｎｐｅｒ －１．２６９ ０．４５８ －２．１９７ －０．２６８

ｌｎｅｄｕ ２．０７０ ０．０９７ １．６９３ ２．２０１

ｌｎｉｒｒｉ ４．１５７ １．１５９ １．３９６ ６．０６９

ｌｎｔｒａｎｓ －０．６０３ ０．６５３ －１．８１１ ０．５８６

ｌｎｍａｃｈ ４．１６０ １．４５０ ０．８８２ ６．８０９

ｌｎｆｅｒｒ ０．９９５ ０．３３０ ０．２９７ ２．１１６

题，考虑到以上存在问题，本研究运用面板矫正标

准误差模型（ＰＣＳＥ）进行修正，结果见表４，２个模型
拟合优度 Ｒ２为 ０．９８４和 ０．９６１，说明拟合效果
很好。

表４　大豆和花生的因素影响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花生 大豆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比较效益 ０．１２４ ２．６７ ０．０９６ １．６５

兼业程度 －０．５１０ －１．７５ －１．０９６ －２．６９

比较效益×兼业程度 －０．３７８ －２．７６ －０．２９６ －１．６６

自然灾害 －０．０３２ －０．９０ －０．０４８ －１．０４

人均耕地面积 ０．１３５ ２．６７ ０．５５８ ５．０７

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１．３４６ －４．３２ ０．４６５ ０．８８

有效灌溉效率 ０．６８４ １０．２６ ０．６７５ １７．１０

运输条件 ０．１０４ ２．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７

机械化水平 ０．０７１ １．４７ －０．０４１ －２．３２

化肥施用效率 －０．００６ －２．９９ －０．００６ －１．７５

常数项 －３．０６３ －４．９８ －６．３８１ －５．２９

　　注：花生、大豆的样本数分别为３１２、２８８份；Ｒ２分别为０．９８４、０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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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花生和大豆的比较效益对
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验证了假

说Ｈ１，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比较效益总体上对生
产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正向作用。兼业程度在花生

和大豆模型中都显著为负，且比较效益和兼业程度

的交互项都分别显著为负，说明兼业程度越高，比

较效益变化对种植面积调整的影响程度越低，假说

Ｈ２得以验证。花生模型中交互项系数为 －０．３７８，
说明当兼业程度增加１个单位，花生比较效益对种
植面积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减少０．３７８个单位，同
理大豆模型中交互项系数为－０．２９６，说明当兼业程

度增加１个单位，大豆比较效益对种植面积结构调
整的影响程度减少０．２９６个单位，此时验证了假说
Ｈ３，即劳动密集型作物比非劳动密集型作物的比较
效益促进结构调整受兼业程度影响的敏感程度

更大。

为比较大豆和花生主要关注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的敏感性程度，由公式（２）、公式（３）、公式（４）计
算得出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见表５，假说 Ｈ２、假说
Ｈ３得以验证的同时，花生的比较效益相较于大豆对
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更大。

表５　大豆和花生的变量平均边际效应

作物 ｐｒｏｆ ｎｏｎａ ｄｉｓａ ｐｅｒ ｅｄｕ ｉｒｒｉ ｔｒａｎｓ ｍａｃｈ ｆｅｒｒ

花生 －０．０３１４ －０．２７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３５ －１．３４６ ０．６８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

大豆 －０．０１３８ －０．３９８ －０．０４８ ０．５５８ ０．４６５ ０．６７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６

４　结论与启示

４．１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生产替代效应与选择效应视角，通

过整合１９９３—２０１７年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
面板模型研究我国主要油料作物大豆、花生比较效

益和兼业程度对种植结构调整，生产区域变迁及集

聚的影响，引入比较效益与兼业程度的交互项做进

一步探讨，并在同一个框架下简单比较。研究发

现，比较效益总体上对花生、大豆的生产种植结构

调整具有正向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兼业程度

的提高而减弱；相较于非劳动密集型作物大豆，劳

动密集型作物花生的比较效益促进结构调整受兼

业程度影响的敏感程度更大。总的来说，比较效

益、兼业程度以及它们的交互项在花生和大豆模型

均显著，假说Ｈ１、Ｈ２、Ｈ３均得以验证。
４．２　政策启示

影响作物生产种植结构调整的综合因素很多，

但比较效益对生产结构调整和生产集聚起到的推

动作用毋庸置疑，要进一步提高国内油料生产能

力，挖掘增产潜力，在关注油料作物花生或者大豆

相对于其他替代作物替代效应的同时也应该考虑

微观农户的种植调整受兼业程度的约束。从本研

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１）在考虑种植自
然条件、灾害发生频率等其他综合因素的基础上，

应政策性提高花生或大豆相对于其他作物的比较

收益，充分发挥生产种植的替代效应，提高农民种

植的积极性；（２）重视推广高产、优质、专用品种和
配套栽培技术，提高含油量和出油率，鼓励规模化、

机械化、集约化生产，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

产效率，从而提高花生、大豆相对于其他替代作物

的相对净收益；（３）考虑到地区农民非农兼业化程
度，加快“小块并大块”土地流转进程，加快种植业

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

型经营主体的培育，推进花生、大豆生产的专业化

分工，加快产业转移，促进花生、大豆生产地理

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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